


张 静：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中国经验为转型理论提供了什么

庭的住房拥有率， 从 1996 年不到一半， 上升到
2005 年的 78.2%， 从 2011 年的 79.9%, 上升到
2015 年的 86.6%；到 2015 年，有 14.12% 的城镇
家庭拥有第二套住房，13.3% 的城镇家庭拥有金
融资产①。毫无疑问，中国在不长的 40年中经历了
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国际学界在承认这些巨大成就的同时， 对中
国社会的认识充满分歧。争议源于若干未解之惑，
人们发现似乎相悖的事实：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矛
盾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上升， 这似乎符合快速变
革与冲突同步的常规变迁现象；而另一方面，和其
他变革社会相比较， 这些常态似乎没有显现同一
结果。 比如，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冲突，
减缓了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削
弱了社会向心力， 瓦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组
织架构，维系体制的社会基础出现快速收缩。但在
中国，这一社会基础的基本成分，却从较为单一的
“无产者”群体，扩展到多种类别，包括新兴经济中
涌现的大大小小有产者群体。对此，一些曾经对中
国前景抱悲观态度，预言它将会面临“危机崩溃”
的学者也承认，对于中国体制为何出现“韧性”“所
知甚少”， 还有 “太多的研究要做”（A. J. Nathan，
2007）。 ②

这一问题， 激发了政治社会学对变革研究的
活跃，参与的学者来自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
济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甚至历史学，他们从不同
的训练背景出发，希望对这一问题作出学术反响：
在中国，变革四十年出现了大量社会矛盾，触发了
各种群体利益不平衡， 但为何没有出现强大的对
抗改革的社会力量？为什么在变革中，中国社会保
持了基本的内聚力？它是如何保持的？社会和政治
冲突在不少国家的变革期发生， 它们导致一些执
政权威结束了政治生命， 但为何中国执政所依赖
的社会基础仍得到扩展？ 对于变革与秩序基本关
系的解释理论，中国实践能够提供什么新的知识？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一些被称为“新”的分析
框架，发挥了重要的方法论影响。 它们主要是: 传
统与现代社会结构（韦伯），体制现代化与瓦解（艾
森斯塔德）；社会转型的动力（泽林尼），国家与社
会关系（倪志伟，魏昂徳），团体冲突与结构整合
（施密特）， 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变迁与制度革新
（亨廷顿）。这些研究十分重视现代性的生长、资源

流动、结构关系、利益组织化、控制权变化等要素
的变化，对于变迁秩序的意义，深深形塑了政治社
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大量的研究是运用上述框
架，来解析中国变革的动力和特点，希望通过对照
有关变革的常规知识， 发现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
特征。

一、变革的动力、方向及特点

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及特点是什么？ 为
什么它获得了持续性的动力？ 这是九十年代政治
社会学研究首先聚焦的问题。

（一）社会变革的特征
对于政治社会学而言，中国社会变革的意义，

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是一场有方向的社会转型：
一些新的组织类别、社会身份及关系结构出现，个
人与组织的关系， 也经历着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
二次大规模重组③。 这一重组的基本方向，是从全
面的行政再分配组织体制中， 生长出了资源分配
的市场组织体系。 社会学者对这一变迁普遍持肯
定态度， 认为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结构和财产支
配关系的历史性进步。这些进步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资源的自由流动空间开始出现，这包括
财产、资本和人力资源。它们从相对受限的固定分
配形态，部分转向受限更低的市场流动形态④。 大
量的人从定居职业进入自我选择的流动职业，务
农者变为务工者，各种新型职场从业者出现：自雇
业主及合伙创业者、网商和独立零售户、房地产开
发及租赁组织、市场经纪人、物流业主及雇工、金
融股市、证劵分析、第三方认证、商业智库、电子游
戏业、旅行健身业、电子传媒平台等等。 他们广泛
分布于民商企业和社会服务业，涉及商业金融、法
律服务、社会教育……多个从前无法进入的领域。
原有社会中很少、甚至基本不存在的行业，正在吸
纳越来越多的城镇工作人口。人力资本的价值，在
全社会得到空前提升。

其次，普通人面对的机会结构出现分化，从较
为单一的发展机会向多元机会发展。 这可以解释
中国为何相继出现下海潮、进外企潮、出国潮、考
公务员潮以及进国企潮。 这些“潮流”分别反映了
人们利用体制内外不同制度资源的行为。 原因在
于这两个体系的资源控制和分配机制不同： 前者
有较多的等级分配、垄断和保护特点，后者则有较

12



浙江社会科学 2018年第 9期

多的交易灵活性，通过优胜劣汰获得竞争优势；前
者的资源来源主要靠组织计划供给， 后者则必须
靠市场绩效竞争； 前者可以依靠组织庇护和特殊
政策，后者得依靠奋斗去发展市场和人脉；用社会
学的概念说， 单一机会结构中主要遵循的是继承
机制，而多元机会结构中则盛行自致机制。 ⑤

第三，劳动者地位获得的模式开始变化：从主
要依靠政治表现和组织分配， 到越来越多地依靠
知识和能力；从主要根据资历排序，到越来越多地
根据自身努力和贡献。 将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的
作用进行比较，社会学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中，
通过人力资本获得的回报出现了上升趋势， 大量
没有其他地位优势的普通人， 通过个人的市场能
力获得了地位上升。这一模式的变化，孕育了社会
转型的基本动力：多数劳动者看到，绩效竞争给个
人能力带来更多的发挥机会， 所以有关的变化受
到中国受访者的普遍欢迎。 ⑥

用政治社会学的眼光看， 三十年的经济体制
改革，显然并非仅仅是经济革命，它同时也是一场
社会革命———组织和结构分化， 从而改变了社会
关系，更是一场政治革命———释放选择、机会、权
益和资源，从而改变了权利关系。虽然社会受益程
度还存在不小的差别，尚无法令所有人满意，但不
可否认的是，多数人从这场社会变革中受益，他们
欢迎改革中出现的新型价值原则， 这是改革获得
广泛社会支持、具有持续动力的基本原因。

（二）路径依赖
上述常规特征与其他变迁社会的理论描述相

似，但尚不足以概括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性所在。
因为中国出现了不同于转型理论预测的后果：相
对于政治资本， 人力资本在社会地位上升中的作
用并没有出现超越性优势。如何解释这一点？社会
学者发现转型理论低估了变革对原有社会组织结
构的“路径依赖”。 这些组织历史上的资源获取和
分配模式，不仅参与了竞争，出现了新的形态，而
且在变革中发挥着影响。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 资源分配通过国家
科层组织按照企事业单位的等级系统进行再分
配，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人、财、物在一定程
度上由单位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享有和使用资源
的主体不完全是个人，还有个人所在的组织单位，
因而单位的地位和级别， 仍然能够很大程度上影

响市场对资源分配的效力。 学者对于上海案例的
定量研究表明，在 90 年代到 2000 年这个时段，中
国大城市中文凭和政治资本都是社会地位的主要
基础。⑦在人们的收入分配中，行业部门的地位（而
不完全是个人能力）起到了更大的决定性作用：

1988 年，……行业部门变量（对于收入）
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而到了 1995年，行
业部门变量的作用不仅变得显著了，而且成
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它在几个比较重要
的“非基本工资收入”中，位于决定因素第四，
排在城市、性别和所有制类型之后，但排在教
育水平、职业和自立等大多数因素之前。 这
说明，在国家规定的薪水和基本工资之外，一
种分割群体的类型———行业部门———决定收
入分配的作用在不断增加。 ⑧

显然，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有现象是，普通人的
社会地位受到已经制度化的组织身份影响， 这一
点使很多现象呈现变异。 比如，社会的收入差异，
与所有制类型和行业部门显著相关⑨；人们的家庭
收入不一定仅仅来自工资，“美国的穷人没有任何
财产，而中国的穷人没钱却可能有房产”⑩；这意味
着，人们的财产拥有及变化情况，不完全取决于个
人的劳动能力，它们在部分、甚至很大程度上与其
从前所在的组织身份有关。曾在单位分配有房、村
庄分配有土地的人，通过市场交易和用途转换，具
有财产性收入的概率大增。 随着临近城市或铁道
公路的房产价值不断提升， 人们的收益差异逐渐
拉大，而这些财产的拥有者，实际上来自于他们原
先和体制内组织的历史关系。

利用 2010 年至 2012 年的追踪调查数
据， 来比较是否在体制内工作对家庭财富存
量和增量积累的作用，（我们发现）， 全国有
64.8%的家庭财产都有增长，35.2%的家庭财
产未变动或减少。 而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
财产发生了增长的比例为 71%，高出在体制
外工作的家庭 5 个百分点。 同时，在体制内
工作的家庭财产增长比例达到 36%，高于在
体制外工作的家庭的增长幅度（30%）。 輥輯訛

显然，改革前后的“新旧”身份和组织状况，共
同创造了社会群体的分类差异。其中特别关键的，
是社会身份“新”等级的再造，除了经济收入，更有
资源利用资格和已经制度化的组织关联作用。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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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体制内外职工养老金体系的差异， 是一种结构
变迁和政策运行的宏观结果， 并非完全可以经由
个人或机构努力、或者单纯的收入提升来改善。以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例， 它基本上局限于城
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及农民工群体尚未被纳入。
截至 2009 年末，中国有 50%以上的从业者，没有
为正式的养老保障制度所覆盖，60 岁及以上老人
中，约一半没有任何养老金。 輥輰訛这些由于组织和制
度差异导致的身份类别， 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
现象。

（三）组织资格与地位差异
上述现象给政治社会学提出了新问题， 研究

者认识到， 利用资源的资格优势不是单纯的经济
现象，它和社会的组织结构状况有关，社会不平等
不完全由经济竞争导致， 而是可能由制度环境导
致。 比如，对于公共（国家）资源的利用资格，体制
内的普通劳动者， 有时比体制外的高级管理人员
优势更多。为何会如此？因为不同组织和国家中心
体制的制度化关联不同， 这导致不同组织中的人
实现权益的渠道和效能不同。輥輱訛如果特别注意制度
运行的实践机制，而非它的“理论”预测，就不难发
现，组织关联和社会地位差异的关系。

中国社会组织间关联的行政架构， 是一九四
九年的社会重组奠定的， 这个组织在资源分配方
面设置的等级架构，形成了今天社会的代表系统、
信息传递通道、 利益表达路径及资源要求配置的
制度性基础。 比如，各类社会“代表”的产生渠道，
主要是通过体制内的组织推荐，代表分布（名额）
和组织系统和地位有关。显然，这些代表并非是代
表个人或者自发的群体，而是代表职业、单位、地
区或者工作组织。这样，体制内组织和变革中新生
长出来的体制外组织，虽然看上去名称相似，但它
们分别处于不同的组织化等级体系中。 不在体制
内的组织系统，或者尚未纳入这一系统的组织，其
信息传递、利益表达和资源配置的制度化通道，就
会明显少于前者。輥輲訛比如，“那些在党政机关单位工
作的人，比没有单位的人，解决个人问题的能力高
8.5倍”。 輥輳訛

作为一种制度环境， 这一差别影响着体制外
人员和组织的资源利用。民营、外企、自雇者、创业
者、 新型的经济机构———这些职业处于体制外的
位置，缺少与行政体制的结构关联，而各种竞争机

会、资源分配及财政政策的受益链，主要沿着公务
系统或是与其有关联的部门伸延， 由此加剧了利
益获得机会结构的不平衡輥輴訛。 这可以解释，为何众
多社团组织，不愿意脱离对挂靠单位的依赖輥輵訛，而体
制外的企事业组织，也不得不以更大的竞争，付出
更多的费用，甚至是通过贿赂，建立非正式的政治
关联，来争取机会和保护。这些活动的广泛出现，推
动了民营商业和行政权力之间的资源交易，结果不
是瓦解和削弱，而是继续巩固了再分配权力。

从整个社会体系看，上述情况预示着，经过四
十年经济改革， 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化结构业已
出现：在体制内，经由单位的社会政治职能，把社
会成员组织进国家公共体系中；在体制外，大量的
社会个体没有组织渠道连接国家体系的结构身
份，而后者吸纳的 18-69 岁就业人口，目前已经在
城镇就业中占比 82.6%。 輥輶訛九十年代事业机关的人
到体制外下海经商， 挣钱更多， 但还是感觉地位
“掉价”了不少。这不是指级别高低，而是和公共体
系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他们不同程度地失去了方
便使用制度化的组织通道之身份。

上述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是以中国的证据
对转型理论作出部分修正。 沿着泽列尼和尼志伟
的预测走向，结论必然是，再分配经济中的身份差
异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得到大幅度削弱。 但中国
的经验现象，没有支持这一结论。是哪些特有的条
件使情况发生变异？ 基于对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
深入认识， 政治社会学研究提供给转型研究的新
证据，是特定的社会组织化条件产生的影响：它可
能改变转型理论预测的变革趋势， 造就新的身份
差异。 这说明，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不仅仅是收
入、财富和生活方式问题，它还与已经制度化的特
有组织结构有关。这些组织结构的作用，影响着社
会再分层化的新结果。 所以社会学者提示， 在中
国，“应当注重单位地位，而不仅仅是职业地位”。輥輷訛

二、社会变革的稳定性来源

中国的社会变革， 吸引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另
一问题是有关变革秩序的稳定性来源，这就是，相
对于其他社会， 为何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出现大
规模的社会动荡？

基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研究， 政治学者亨
廷顿曾经给出一个理论解答：当制度化（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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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 并且大幅度提高了社
会预期时，社会动荡就会发生輦輮訛。社会冲突和动荡，
被认为是高速变化社会的必要成本， 九十年代中
期前后在很多国家出现。 中国的制度化进展也明
显相对滞后，但为何结果出现了例外？在一篇影响
广泛的文章中，黎安友试图解释这种“韧性”现象，
沿着亨廷顿的思路， 他列举了中国几项政府组织
的改进———规范政府行为的约束增加； 人事晋升
能力标准的制度化；吸纳不同团体、促进组织功能
的专业化发展———等等，他认为，是这些制度的演
进，增强了威权体制适应社会变革的弹性。 輦輯訛

这种解释的“进步”之处，在于从制度基本不
变的旧假设，转变为注意“制度的适应性变化”方
面，这些适应性变化是在不经意中逐渐发生的。和
从前相比，适应性变化往往是非正式的，不容易呈
现新与旧的确定分界线，但并非没有重要意义。

政府组织的正式 “制度化” 发展当然值得注
意，但仅以此作为解释变量，显然还不能使政治社
会学者感到满足， 因为政治社会学更关注那些非
个人、非预期、具有长程、系统性特点的基础性变
迁，只有这样的变化，才可能具有结构和组织上的
难以逆转意义。 所以，不同于合乎法律条文或者
合乎主流意识形态证明“合法性”来源的做法，政
治社会学者的着力点在于探索社会认受性：认识
那些并非主观刻意、却在客观上“支撑”着体制的
社会基础， 为何它没有被高速的社会变革所削
弱。 因为体制的合法性支撑，不仅来自法律条文
的规定、或知识精英的评判、或主流意识形态的
阐明，更关键的，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之非预期
后果。 所以，不能只看书面条文“怎样说”，必须深
入到地方的实践过程，从人们“怎样做”中寻找答
案。

政治社会学研究发现， 和其他转型国家出现
的情况类似， 中国的高速变革也加剧了社会关系
的紧张、矛盾的积累，甚至“社会断裂”輦輰訛，它们侵蚀
着社会向心力的凝聚。 但是这些状况没有从根本
上扭转变革的大局，原因是存在着其他发展，起到
基础性的中和平衡作用。这些发展，可以从几个方
面得到阐明。

（一）发展型意识形态
一九九二年， 邓小平南巡推动了以经济发展

巩固政治合法性的进程，以利益效能为基础（而不

是仅以意识形态为基础）， 构建社会秩序的共识，
逐渐深入人心，得到全面建立。对财富进行合理追
求与积累，以经济发展为工作中心，在社会各界引
起积极反响。 “在改革之前，中国被看作一个依
凭政治建构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依据，依靠主
要领导人对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认知组织起
来，并且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武器来实现”。輦輱訛但改革
开放，改变了这一逻辑。

新秩序的共识性基础， 依赖社会上下对发展
型意识形态积极接受，“发展是一个硬道理” 成为
人们的奋斗指南。 各级政府的角色也随即转向推
动和实施经济建设 ， 一种独特的干部激励模
式———晋升锦标赛在各个地方出现。地方 GDP，也
可以是地区收入，招商引资，出口创汇，脱贫摘帽，
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等，都可能被指定为绩效指
标，成为衡量工作成就的依据。经济发展作为最直
观有力的政绩指标， 成为干部提拔晋升的主要参
考。辅之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其他人事标准，
设定学历、任期和年龄限制，下管一级管理等纷纷
出现，干部通过经济成就获得晋升的速度加快。为
了推动绩效判定，在地方各级政府，普遍设立了专
项考评的组织机构。有两类基本的考核目标：发展
目标和工作目标，前者包括经济建设、社会管理和
发展潜力———三大类的 34 个指标，后者包括年度
重大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整改情况輦輲訛。组织考
评涉及几乎所有基层行政部门，每年定期举行，考
评结果可以影响到单位和个人的奖金及项目申
请、资源发放的排序。 让仕途与经济绩效挂钩，将
官员的晋升利益进一步和国家发展的目标关联起
来， 輦輳訛这全面推动了基层政府按照发展的意图行
动，解决了由上而下的监督和激励难题。

发展型意识形态与社会“甩掉穷帽子”的热望
不谋而合。 随着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工
作目标，企业家群体和政府的合作得到广泛发展。
政商互助互利变得实际上正当。 一个新现象出现
了，当企业取得一定规模时，部分民营企业家开始
进入体制内， 争取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位
置， 以求保护财产安全， 同时获得特殊政策和信
息，以帮助开拓市场。政府部门也主动吸纳他们的
代表，这种合作和发展型共识，客观上推动了执政
的社会基础得到扩展：由单个的无产者群体，扩展
到多个有产者群体，从而使得转型中国“避免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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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和前苏联的政治动荡”。 輦輴訛

（二）绕过障碍
实践中的做事原则正在改变， 但由于正式制

度的变化相对滞后，所以上述合作的顺利开展，必
须寻找各种方法，规避制度障碍。大量绕过障碍的
实践催化的“创新行为”，在地方层面广泛发生：通
过嫁接的方式，让新的做法绕过现有制度，或者以
因地制宜的理由，让正式制度适应地方需要。这些
实践所采用的规则不同于正规制度， 但普遍得到
行动者的承认，它们并不直接挑战现存制度，而是
“将现有的制度运用于新的或其它目的”輦輵訛。

有关的创新源于政府与经济行动者在具体实
践上的互动輦輶訛，它们往往发生于相关方面都拥有共
同利益的地方，二者都可以获益，灵活的安排就可
能超越现有正式制度的监管輦輷訛。 显然，没有以共享
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相对稳定和平的互动是
不可能的輧輮訛。 这些互动过程创造出大量灵活性，它
们绕过制约，克服障碍，客观上降低了经济活动和
正式制度之间的紧张。这样的做法普遍发生，成为
人人接受的常态， 就可以在不危及正式制度的情
况下， 让正式规则在实践中的作用，“实际上发生
了变化”。 輧輯訛

对社会冲突的处理也遵循了这一模式， 学者
称之为“二元整合秩序”，即，在保留原秩序的形式
下，实施新的行动规则，以降低实际规则变革的冲
突性。 学者通过集体与个人财产纠纷案的法律解
决过程，发现了基层社会秩序达成的途径：先基于
规定和红头文件，确认集体产权的正当所属，而后
又基于民间公正观，就实际财产的分配进行调解，
将多数赔偿款分配给实际投资一方， 最终达成当
事各方的同意。在法院的判决中，延续了正式制度
承认的公优先于私原则：确认村集体组织（而非私
人投资者）为产权人，他们作为财产所有者、而非
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活动。 但在涉及财产赔付的实
际利益时， 法院调解又根据市场原则———谁投资
谁获益———进行了分配。 如果没有这样看似 “矛
盾”的处理，不可能产生双方同意的秩序。 法院的
处理将产权归属问题和利益补偿问题分开， 显示
出基于双重原则的秩序达成方式： 它由权利声称
和利益分配两个层次组成。 前者的作用是合法化
正式的制度结构， 后者的作用则是达成社会成员
的同意。 輧輰訛

这样做，实际上没有否定正式制度的规定，又
在操作上承认和维护了产权人的利益。 这类实践
广泛存在的意外结果， 是法院从声称保护公有产
权的角色，转变为可以保护私人产权的角色。这一
变化的本质，是国家角色（并非主动或有意识地）
从代表单一群体， 变成不同群体间利益的中性调
停者：它不总是保护某一方，而是在不同的群体间
协调平衡，以中和各方由于机会、权利、利益和资
源差异，由于不平等、垄断体制、竞争不充分等原
因产生的对立。 国家的这一新角色及其与社会的
新关系， 使之能够摆脱仅代表单一集团而容易与
其他社会集团的对立位置。

（三）绩效合法性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为大众提供一些基本的

公共物品。在现代社会，国家所需提供的公共物品
包括：教育供给、经济发展、养老保障、医疗卫生、
交通、治安、法律、环保、国土安全、道德表率，等
等。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能力，是国家合法性的一
个重要来源： “如果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源自国家
为大众提供公共物的能力， 这个国家的统治基于
的（就）是绩效合法性”。 而韦伯和亨廷顿的“合法
性来源”分类体系，都没有包含这一最为基本的方
面。 輧輱訛

过去 40 年，中国上述部分公共物品的提供责
任，正在从乡村和城镇的生产生活组织，逐步转移
到政府部门。随着九十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政
府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长，巨量的政府财政资金，
提供了发展经济和民生支出的基本条件。这段时期
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公共预算体制改革：一方面，进
一步完善了中央（上级）对地方（下级）的专项转移
支付体系，另一方面，全面推进了部门预算改革輧輲訛。
公共财政的配置发生了改变，从按照惯例分配和跑
部要钱制，变为逐级项目申请、分包和绩效评估制。

这些变化显著增强了资金使用的中央调配
权，一些基础性的国家支付改革随即出现：全国从
1997 年开始，开始建立城镇社会保障体制，起初
是针对国有企业职工， 而后逐渐扩展到所有城市
职工，再后扩展到城乡居民。 2000年开始，国家逐
步取消了农业税和相关的农业收费，輧輳訛增加了对农
民的种粮补贴， 严格限制并禁止基层政府向群众
收取各种非正式费用， 通过降低农民负担缓和了
乡村干群关系。为弥补税改后基层财力的不足，中

张 静：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中国经验为转型理论提供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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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始大幅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教育、医疗、
社保、 三农等民生支出逐年增加。 ” 輧輴訛1998 年至
2006 年，中国的政府抚恤金和福利救济费支出增
长了 4.30 倍；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增长了
3.70 倍；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增长了 13.58 倍；社会
保险基金支出增长了 2.96 倍；小口径社会保障支
出增长了 6.27 倍； 大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
3.85倍。 2007年至 2015年，中国预算内社会保障
与就业支出增长了 2.49 倍，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增
长了 3.94倍，两者合计平均增长了 3.35倍。 輧輵訛

虽然这些支出的地区平衡和覆盖率尚存在不
小差异， 但不能忽略有关发展对于宏观政治整合
的作用：社会保障逐渐从家人负责、私人慈善、社
区救助、单位和地方企业支付，成为各级政府的社
会责任；支付标准和居民收入信息从分隔多样，到
逐渐统一；山区最贫困的人口开始进入“扶贫攻坚
战”的惠及范围……由国家掌握系统分配依据，意
味着国家开始进入国民生存风险的保护领域，这
客观上在重塑政府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政府与国民的关系， 有利于强化政府的责任和权
威，并巩固国家的合法性来源。 輧輶訛

（四）利益组织化结构
有关转型秩序，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解答：

中国的改革触及到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 但改革
能够成就，得益于没有形成巨大的反对力量。为何
如此？

有研究指出， 中国社会利益组织化的特有结
构，有助于发现答案。 不同的社会，实际上以不同
形式传递组织化利益并展开冲突， 这就是社会学
所谓的“异形同质”（isomorphism）问题。因而，我们
可以通过识别利益组织化在中国的特别结构，来
认识社会冲突发生，以及秩序构成的特有模式。结
构不同，不仅发挥作用的原理不同，形成秩序的结
果也有异。

政治社会学一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利益组
织化的基本单位（Unit）是各种次级群体，比如阶
级、政党、公民组织、非营利团体、专业成员团体，
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俱乐部等。这些群体作用
于内聚公共利益并将其组织化， 再通过社会竞争
和参与活动，将多元利益传递到决策过程，影响政
策和法律制定。基于这些一般理论，国际社会转型
研究的一个重点， 就是试图发现中国社会团体和

（中产）阶级力量的发展。
但中国显示了不同的情况。 虽然中国社会群

体在收入、声望、教育、资源和机会等方面的差别
增大，说明“阶级”和“分层”现象也在中国出现，但
它们主要是作为经济收入或生活方式现象， 而非
利益组织化现象而存在。与其他社会的情况不同，
在中国，整体性的对抗社会变革的“阶级”力量并
不明显， 阶级和阶层很少在社会冲突中发挥政治
性作用，必然有独特的结构性原因使然。

理解这一问题，有两个因素是关键性的。一个
是组织现象：上个世纪中叶的社会再组织化进程；
一个是文化现象：中国人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两
个现象都和历史有关， 前一现象涉及过去的七十
年历史，而后一现象涉及过去的千年历史。

1949年以来的社会再组织化进程， 改变了自
然选择和流动的社会类别，“阶级”自然分化的过程
中断，新的利益组织化单位产生：人们注册或参加
工作的具体行政单位。 这项变化按照不同的标准，
重新调整了人们的地位分类，于是，社会中划分身
份的根据并非仅仅是资产占有，还有组织位置。 每
个单位组成了新的利益团体，管理、代表、应责和回
应内部不同阶层的人员需求，单位类似组织中介的
功能，将人们统统整合进入国家中心体制。

第二个因素有关中国的社会关系特点： 公共
和私人关系并非各自独立、互不相关，而是功能互
用，资源流动较少发生障碍。 因此，在不同地位和
背景的群体之间，通过非正式关系建立桥梁、交换
利益相对容易。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社会关系结构
缓解了不同人群恒定的、 基于身份差别的利益对
立程度。

这两个因素的关键作用， 是构建新的利益结
构，形成新的社会分类单位：有纵向行政等级的、
跨阶级差异的团体利益、单位利益、地方利益，这
是一种不同于阶级（同质内聚）的“非同质内聚”现
象。 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这一特殊结构的后果，
是分割了社会横向进行组织化联合的动力， 从结
构上抑制了对抗变革的各种自组织力量的兴起。輧輷訛

因此，不同于经典结构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国的社
会变革经验， 没有出现结构主义者想要看到的那
种以自发阶级或社团组织为基础的动员方式，因
为这些力量被中国特有的组织和关系结构重新形
塑了，它们被现实政体以非正式方式包容进去，就

17



“难以产生对抗的动机”。 輨輮訛

（五）基层调解和控制机制再生
与其他的变革社会相似， 中国的高速变革也

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其中最常见的，是对资源的
新控制权与历史控制权的矛盾。 比如城市扩张和
铁路建设需要拆迁征地， 必然和原土地权利方形
成权益纷争， 政策的不断变化和不确定性更加剧
了政策反应型社会冲突的积生。

应对这些问题， 基层社会的议事与调解机制
再度兴起。 和运用警力的“行政维稳”不断引发矛
盾有所不同，基层调解的基本目标是止讼解纷，防
患于未然， 颇似于传统社会的宗族长老涡旋和解
活动。 很多城市社区出现了“和事佬”工作室、“老
娘舅”调解站、“银发”劝导组，不少乡村建立了村
民议事会、老乡说理平台、村嫂化解团……这些发
展的特点，是运用传统资源———邻居、亲属、熟人、
乡贤、老人等等社会信任关系，区别于法律的硬性
标准裁决，采用更为弹性、民间熟悉和接受的原则
化解矛盾。

另一项新生的矛盾控制机制也在发展。 它主
要由行政力量推动，运用利益制衡的原理，对公职
人员和基层党员的“现实表现”评定记分，结果用
于增加、减少或扣除年终绩效奖金标准计算，并作
为个人任职晋升的参考信息，施加组织压力，对人
们的行为进行约束。通过分值设置资料，可以发现
新的控制机制强调几项表现：第一，配合中心工作
的义务，按照要求积极配合，做好邻里或亲属的工
作（比如自己及亲属中无房屋违章违建，无旧式殡
葬活动）；第二，维护社会稳定的义务，不参加集体
上访，特别是敏感时期不越级上访，不阻挠或影响
重点工作正常开展 （比如征地、 拆迁、 新农村建
设），不扰乱会场秩序或无故退场，不拒绝签署承
诺书……等等。輨輯訛作为一项新的信息收集和管理制
度，这些控制机制广泛动员了社会商业组织（比如
商务楼宇物业管理公司）及个人（比如党员、公务员
和干部），使之参与信息输送、配合工作、预防冲突
和社会治理，目标是做到大小事情不出社区（村），
矛盾不上交，尽量将问题在基层就地化解。

结 论

综上，中国的社会变革实践证明，渐进转型的
巨大动力和稳定性来源来自于调动传统资源、整

合社会力量、运用非正式规则，而主要不是等待正
式制度的主动变革。 是社会实践以灵活的方式绕
过障碍，使正式制度既保持了延续，又不得不作出
适应性改变，或者使之名义上存在，实际上丧失效
力。 中国的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演
进， 而是依靠历史路径———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
化传统， 它们有利于社会中不同的类别和身份群
体，形成广泛的互赖关系，大规模地互换或共享资
源，促使社会矛盾分隔存在，零散解决，宏观上降
低了各种冲突的广泛长期聚集。 社会中广泛存在
的非正式渠道， 促进了商谈和私下的利益联盟产
生，这成为稳定变革所赖的社会支撑资源。通过这
一独特的方式，国家中心体制与各个社会群体“心
照不宣谋发展” 的关系———某些方面的利益一致
性以及相互的需要———得以建立。 这是过去四十
年，执政之社会基础得以缓慢扩展的基本原因。这
种基础性结构的作用，成为社会变革的稳定器，实
际上促进了非正式政治整合的发生。

转型理论将变革和体制设定为对立关系，且
不可能发生适应性改变，但中国的变革经验，尤其
是来自基层的实践， 对这一理论提供了补充性解
释： 解答了体制连续性与快速变革为何会同时共
存的原因。 这一补充不仅可以回应上述黎安友的
“体制韧性”困惑，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社会变革的
多重路径： 它既可以沿着对抗———制度此消彼长
的正面冲突方式，也可以是以迂回的、避免正面冲
突的“名实分离”輨輰訛方式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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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firm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4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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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c achie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40 year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but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not necessarily recognized.
Based on the general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models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theory，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may be ignored or underestimated.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may more accurately reflect the progress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which is more manifested in the reform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cluding
four innovations （governance concept， governance system， governance policy， governance behavior）. China’
s future development depends on innovation，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public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so on， and ultimately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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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What does Chinese Experience Provide for Transformation Theory?

Zhang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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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sponse of political sociology research to China’s social changes
in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social changes have avoided huge social unrest， mainly relying not on form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but on grassroots practices of separation of names and realities. On the one hand， Chi-
na’s uniqu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re conducive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identity
groups in society， forming a wide range of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s， thereby exchanging or sharing re-
sources， and macroscopically reducing the aggregation of large-scale conflic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for-
mal channels that exist widely in society have promoted the emergence of negotiations and private interest
alliances. This has become the social support resource for change， also the basic reason why the social foun-
dation of governance can be slowly expanded. As a stabilizer of social change， the role of this basic struc-
tural relationship is to promote the occurrence of informal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theory sets
the change and system as the opposite relationship， and the irreversible relationship can not be changed.
However， China’s experience of change provides a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for this theory：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why system continuity and rapid change are simultaneously for coexistence. This supplement re-
veals multiple paths of social change： it can evolve along the 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of confrontation-sys-
tems， or it can be a “separate” approach that deviates from frontal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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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 Xingmiu， Jing Yue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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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CP united front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both in the field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ory， the func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is positioned as “patriotic
unity” and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centric” theory is proposed to face the in-
creasingly differentiated social structure and multiple interests. In practice， the united front strengthens its
own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stablishes the large-scale united front pattern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integration”. The object of the united front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uniting all forces that can be uni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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